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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来自湖北省东部９县(市/区)的证据

彭开丽,程　贺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基于湖北省东部９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

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
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
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

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

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１２．７４％和７．５７％.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

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

的贡献率分 别 为 ６２．８７％、２６．２４％、９．０５％ 和 １．８４％,后 者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５２．４１％、

８６．９９％、２５．０９％和４０．３３％.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

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

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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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流转① 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据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到２０１８年,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５．３亿亩,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３９％,对于缓解

小农经济的低效率问题,推动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 .然而,与许多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的土地流转仍处于初级阶段,具有自发性、无序性和粗放性的特点[１],导致农村收入不平

等的趋势逐渐恶化[２],并造成了流转双方农民权益的损失[３].为改善这些状况,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即通过“三权分

置”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八届五

中全会均提出要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等多种方式,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构建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完善“三权分置”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体系.这些意见和文件为土地有序流转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而随着农地流转现象的加剧,农
民的增收问题也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关键.我国自２００４年以来,连续十六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关注

农民增收问题,农业农村部２０１９年一号文件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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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通过土地资源有效配置来实现农户增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也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动

因、农户的流转意愿及决策行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认为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部分是宏观影响因素,如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和保障性[１,４Ｇ５]、非农业就业水平[６]、村庄特征[７]和

社会政策环境[８].例如,以柬埔寨、中国、印度、越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为例,DeinＧ
inger等[１]、Holden等[９]及 Deininger等[１０]认为,土地产权的安全性可以增加农民对农业的投资,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土地租赁,从而增加农业收入.另一部分研究则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影响因素

的分析,主要有农户个体特征[１１]、家庭特征[１２]、政策认知[１３Ｇ１４]和兼业程度[１５]等.此外,也有学者研究

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从收入结构[１６Ｇ１７]、收入分配[２,１８]、农业投资与农业生产效率[１９]、
农地流转的福利效应[２０]和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减贫效应[２１]等方面进行研究.大多数研究证实,土地

的转入或转出可以提高农民家庭收入[１６Ｇ１７]或福利水平[２０],是农民进一步决定土地流转的重要依据.
但也有少数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在某些研究区域,土地流转并未提高农民收入[２２],甚至对农

民收入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２３];也有研究证明,租入农田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而租出农田则不能

提高收入[２４].也就是说,农地流转能否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在学术界仍存在着争议.在上述研究

中,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和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这为探索

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激励效应及其增收效应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流转带来的收入变化是农民决策是否继续参与土地流转的重

要参考[２０].本文从农户微观角度出发,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及其收入效应结合在一起,
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旨在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１)农户土地

流转决策的形成机理是什么? 有哪些影响因素? (２)农民参与土地流转能否增加家庭收入? (３)农地

转入户①与转出户的收入变化是否存在差异? 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农村集

体、农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指导、管理和参与农地流转提供有益借鉴.

　　一、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及其收入效应的理论分析

　　从“理性人”的经济假设出发,农户往往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原则进行决策.假定在完全平等的情

况下,农户可以自愿选择土地流转方式和流转规模.

１．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户土地需求的关系(从农地转入户视角)
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模型(CostＧBenefitModel),当农业生产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所

对应的土地经营规模为最优土地规模.农户土地流转决策既受成本收益的影响,又受到政策环境的

影响[２５].
如图１所示,OP 和OC 分别是最初状态的农业生产曲线和农业成本曲线,当OP 的切线k１与

OC 平行,说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此时的土地规模L１即为适度经营规模.随着农业生产技术

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由OP 扩展至OP１,OP１的切线k２平行于OC,最优土地规模扩大

到L２.
随着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实施,稳定的土地产权使农地转入户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１],经营权

抵押贷款制度激发农户投资土地的热情[２６],加之国家财政拨付给农户各项补贴和取消农业税等政

策,大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１６].成本函数向下移动至OC１,最优土地规

模进一步扩大至L３.因此,为提高农业产出率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专业农户需要有与现代农业生

产相匹配的土地经营规模,进而产生了转入土地的需求.

２．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户土地供给的关系(从农地转出户视角)
托达罗迁移模型能够反映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较高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经济

３３１

① 农地转入方除了农户个体、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还有农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本文的研究对象(转入户)仅仅是专业农户这一

微观权利主体,不含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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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２０],本文运用该模型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对农地流

转的影响(见图２).

图１　经济学“成本收益”模型
图２　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型

　　该模型分为三个阶段:第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在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间自由流动,劳动

力的均衡配置是城市劳动力需求曲线U１与农村劳动力需求曲线R 的交点L１,该阶段不会产生土地

流转.第Ⅱ阶段,由于城市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城市部门劳动需求曲线上升至U２,吸引更多农业人

口进城务工,在此过程中,表现为农村有效劳动力的迁移(L１→L２),但由于受到家庭承包土地制度和

城市非农就业不稳定的影响,这种迁移模式更多表现为农户兼业行为.第Ⅲ阶段,城市工资率逐步上

升至U３,加之“三权分置”政策实施后,稳定的土地承包权保障了农地转出户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农
户就不会选择兼业,而是选择租出土地并完全从事非农经营活动,这就产生了土地流转的供给,带动

更多农业人口迁移(L２→L３),提高了劳动力的分化程度.

３．农户土地流转决策与收入效应的关系(从农地流转双方视角)
作为一种分拣机制,农地流转有助于农业生产能力较强但非农就业机会较少的农户转入农地和

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而农业生产能力较低但具有非农就业优势的农户转出农地和参与非农活动[２０].
只有当非农生产的预期收入与土地租金之和超过耕种土地所获得的收益,农地承包者才会选择流出

土地;同样,只有当土地经营收益超过耕种土地的机会成本与土地持有成本之和,才会选择流入土地.
上述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土地流转才有可能发生,如图３.

图３　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作用机理及其收入效应

　　家庭总收入是农户家庭基本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如种植、养殖或个体收入;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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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性收入指农户家庭成员因受雇于单位或个人而获得的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劳动收入;转移性收入

包括政府对农户家庭的补贴,如粮食、良种、劳资综合补贴和耕地流转补偿,单位对个人的补贴,如离

退休金、保险金、辞退金和住房公积金;财产性收入指家庭拥有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动产以及房

屋、土地、农机等不动产所带来的利息、租金或股份收入[２７].
对于农地转入户来说,在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后,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权获得抵押贷款,帮助其在农

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专业技术和更高的机械化水平[１,５,１４],发挥经营规模优势,从而在理论上形成“土
地经营规模→土地抵押贷款→农业生产投资→土地经营收益”的作用链,土地经营收益增加[２２Ｇ２３];在
工资性收入方面,如果农地转入不改变原有的劳动力配置格局,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不会减少,但如果

农地转入导致更多的家庭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则会降低原有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在转移性收入

方面,转入户将获得更多政府发放的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或鼓励土地流转的补偿,转移性收

入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农户家庭可能会因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而增加农机、车辆、
仓库等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充分利用家庭财产提高财产性收入,但会导致银行存款等其他财产性收

入的减少,因此财产性收入变化方向未定.
就土地转出户而言,由于拥有稳定的土地承包权,他们一方面可以在租出土地后获得稳定的土地

租金收入,财产性收入增加,另一方面通过非农部门的工作,提高了自身的职业技能、社会适应能力和

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非农就业的能力,拓宽了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增加[２７].长此以往,便
形成“土地承包权稳定→土地财产性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农业人口转移”的作用链.在家庭土地经

营规模减小后,其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减少,农业经营性收入相应减少,但如果

转而投入个体经营等经济活动,个体经营性收入可能增加[１６],因此经营性收入变化方向尚不确定;在
转移性收入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将农民直接补贴和劳资综合补贴按照“谁承包、补
给谁”的方式进行补贴[２８],同时为了鼓励农地流转,政府对转出农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
加上受聘单位发放的补贴,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可能增加[２９Ｇ３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调查区域及数据来源

(１)研究区概况.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水稻、棉花、油料、茶叶、蚕丝、家禽家

畜和水产品的生产基地.近年来,湖北省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农地流转模式,如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村

集体、统一整治后再发包给有经营能力农户的家庭农场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集体统一经营的

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户之间协商交换经营权、小块并大块的连片耕种制等.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湖北省农

村土地流转面积达１６３３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３２．６％.与湖北省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承包

耕地流转比例更高,达到４２．８％①,约高出全国４个百分点.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８月在湖北省东部地区开展的农村实地调研.考虑各市县地形地貌和

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选择流转比例较高的黄冈市罗田县和英山县、孝感市云梦县、天门市、仙桃

市、潜江市、鄂州市梁子湖区、荆州市洪湖市、武汉市黄陂区９个县(市/区),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

相结合的方式,在每个区随机选择１~３个典型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２~４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

选择２０~２５个农户进行一对一调查,共计调查了１３个乡镇、４０个村,回收调研问卷６７５份,剔除数

据缺失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６５８份,有效率为９７．４８％.调查内容包括受访农户家庭基本信息、
土地承包流转、家庭经济收入、农业经营与非农就业、土地产权和政策认知等情况.得到发生农地流

转的农户３６１户(其中转入户１２８户,转出户２３３户)②,占总样本的５４．８６％,未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

２９７户,占样本总数的４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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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https://hubei．tuliu．com/．
对于既有转入行为又有转出行为的农户家庭,考虑到在实地调研中占有的数量很小,仅有５户,且其转入和转出土地的面积相差

较大,在实际操作中,根据其转入和转出土地的相对大小,分别并入到农地转入户或农地转出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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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样本特征.调研对象全部为户主,即家庭事务决策者,大多数为男性,具有以下特征:①年龄

分布在２５~７５岁之间,其中转入户和未流转户以中年人(４０~６０岁)为主,分别占比４８．８５％和

４８．４８％,转出户６０岁以上居多,占４３．７８％;②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在转入户、转出户、未流转户

中分别占４５．０４％、３８．７％、３６．０２％;③家庭人数大多为２~７人,其中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家庭

平均务农人数分别为２．２１、１．１９和１．８１;④转入户平均家庭土地经营面积为２１．０２亩,转出户为３．３２
亩,未流转户为５．６１亩;⑤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占比最大,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分别

为５３．１３％,８７．４１％和８１．５１％.说明研究区域内存在普遍的兼业化现象,农户在季节性耕种之余会

通过一些零散的非农就业来获取工资性收入,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⑥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

中占比最小,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分别为０．２３％、２．１４％和０．０７％.
表１　农户收入水平的结构性描述 元

收入指标 转入户(A) 转出户(B) 未流转户(C) 差值(AＧC) 差值(BＧC)

经营性收入Y１
２８２０４．３８ １８６２．４７ ７０５２．６６
４０．４５％ ２．６８％ １１．６３％

２１１５１．７２ －５１９０．１９

工资性收入Y２
３７０４２．１９ ６０７４２．２７ ４９４１６．５９
５３．１３％ ８７．４１％ ８１．５１％

－１２３７４．４０ １１３２５．６８

转移性收入Y３
４３１３．７０ ５４００．１１ ４１１５．７２
６．１９％ ７．７８％ ６．７９％ １９７．９８ １２８４．３９

财产性收入Y４
１６０．５９ １４８３．７９ ４２．６２
０．２３％ ２．１４％ ０．０７％ １１７．９２ １３６５．８７

总收入Y０
６９７２０．８６ ６９４８８．６４ ６０６２７．５９
(５４８５３．８１) (５８１５９．５１) (４８５９０．８) ９０９３．２７ ８８６１．０５

　注:每一类收入的第一行为均值,第二行为该类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总收入的第一行为均值,第二行为标准差.

　　从表１可以看出,农地转入户和转出户的２０１８年家庭年均总收入分别比未流转户高出９０９３．２７
元与８８６１．０５元,且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大多比未流转户要高(除转

入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转出户的经营性收入以外),但不能据此得出农村土地流转具有增收效应的结

论,因为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很多[１６,１９],还需在消除其他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基础上,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PSM)进一步控制农户异质性特征,估算农地流转的净收入

效应.

２．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１)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农户的流转决

策行为分为转入、转出和不流转三种情况,可见这三种决策行为不是连续变量,而是多项无序型变量,
本文将农户流转决策转化为二值选择问题,以农地转入或转出土地作为解释变量,基于二项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农户流转决策方程:

logit(pi)＝ln(pi

１－pi
)＝β０＋∑

n

i＝１
βiXi＋εi (１)

式(１)中,pi 为农户家庭i(i＝１,２,３,􀆺,n)选择流转的概率,β０ 表示常数项,βi 为变量估计系

数,Xi 为影响农户流转决策的解释变量(具体见表２),εi 为残差项.在获取调查数据后,分别对农户

土地转入决策和转出决策做回归分析,找出各自的显著影响因素.
(２)运用PSM 模型测度农地流转的净收入效应.若农地流转户和农地未流转户能够被一组影

响因素完美解释,则可用这些因素进行分层配对,使每层内都有两类农户即流转户和未流转户,达到

控制农户自身异质性的目的.根据模型(１)的运行结果得到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显著变量Xi,估算

农户i选择农地流转的概率pi＝P(Ti＝１|Xi),即为该农户的倾向得分.将流转户(转入户和转出

户)作为处理组,未流转农户作为对照组.以虚拟变量Ti＝ ０,１}{ 表示农户i是否参与土地流转,即１
为参与流转,０为未参与流转.对农户i,其收入效应可表示为:

Yi＝
Yij　若Ti＝１
Y′ij　若Ti＝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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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中,Yij表示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收入,而Y′ij表示未发生农地流转行为的农户收入.

j＝１,２,３,４分别代表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定义处理组的平均

收入效应处理模型(averagetreatmenteffectofthetreatedgroups,ATT)为:

ATT＝E Yij|Ti＝１－Y′ij|Ti＝１( ) ＝E(Yij－Y′ij|Ti＝１) (３)
(３)指标体系.农户作为经济活动的决策主体,其理性的行为逻辑是通过合理配置所拥有的农

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产出高效化、就业完全化和收入最大化目标[１１].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农
户分化促进了农地流转,农户生产经营状况、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户

的土地流转决策行为.此外,农户的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社会保障水平、政策与所有权认知、所在地

区地形特征也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有着一定影响[１０Ｇ１３,１５,３０Ｇ３１].因此,本文基于家庭特征、生产特征、分
化特征、社会保障特征、政策认知特征、区域特征６个维度选取１８个指标进行分析,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模型变量含义及统计性说明

指标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X１ 实际年龄/岁 ２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５９．４３０ １１．１８０

户主文化程度X２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
大专及以上＝４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６３１ ０．７３３

户主健康状况X３ 很差＝１;差＝２;一般＝３;健康＝４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２９０ ０．９１０

社会关系X４
家庭成员中村干部或公务员(有＝１;
无＝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０

生产特征

土地经营面积X５ 经营的土地面积/亩 ０．０００ ２０３．５００ ７．５６０ １５．８９０
农业劳动力人数X６ 农业劳动力人数/人 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６７０ ０．９００
农机价值X７ 农业机械价值/万元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０．４５０ １．９００

分化特征
经营类型X８ 纯农户＝１;兼业户＝２;非农户＝３; 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７４０ ０．６７０
职业分化X９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家庭总人口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０ ０．２４０

社保特征

是否缴纳养老保险X１０ 是＝１;否＝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０ ０．４４０
养老保险缴纳金额X１１ 缴纳金额/万元/年 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０
是否缴纳医疗保险X１２ 是＝１;否＝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０ ０．２９０
医疗保险报销比例X１３ 报销比例/％ ０．０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４４０ ０．２９０

认知特征

三权分置政策认知X１４
完全不知＝１;了解一些＝２;大概了
解＝３;比较了解＝４;完全了解＝５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０．９５０

土地产权认知X１５

土地确权颁证的重要性:不重要＝１;
较不重要＝２;一般＝３;较重要＝４;
很重要＝５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２９０ ０．９５０

土地价值认知X１６
不重要＝１;较不重要＝２;一般＝３;
较重要＝４;很重要＝５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２０ １．２６０

区域特征①

地形变量X１７
平原为主＝１;丘陵为主＝２;山地为
主＝３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０．７３０

区域经济发展X１８ 区域人均 GDP/万元 １．１５０ ３．２１０ ２．１９０ ０．５８０
　注:区域特征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表３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

检验类别 参数名称 参数值

KMO抽样适当性检验 KMO参数 ０．７６３
Bart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２１６９．２３７∗∗∗

df １５３
sig． ０．０００

　注:∗∗∗ 表示１％的显著水平.

　　三、实证分析结果

　　１．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

(１)信度与效度检验.在对数据进行处理之前,需
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和变量设计的合理性,即对样本进行

信度和效度检验.由于本文的指标体系量纲不一致,在
信度检验前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信度检验的结果显示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７６３＞０．７,表
明样本数据信度良好.由表３可知,１８个变量的 KMO 抽样适当性检验的参数值为０．６８６＞０．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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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２１６９．２３７,其伴随概率为０．０００＜０．０１,达到极显著性水平,拒绝Bartlett球形

检验的零假设,说明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２)影响因素估计.运用Stata１４．０软件,将调研获取数据代入模型(１)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４

的回归结果.
表４　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Logistic估计结果

指标类型 变量名称
转入决策

系数 标准差

转出决策

系数 标准差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X１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１０６
户主文化程度X２ ０．４１９５∗∗ ０．２３５１ ０．２４０１ ０．１５４７
健康状况X３ －０．０８４４ ０．１７８４ －０．１５４９ ０．１１７２
社会关系X４ －０．４１８１ ０．５７７９ ０．０９６３ ０．４１８０

生产特征

土地经营面积X５ ０．２９３７∗∗∗ ０．０３８５ －０．１３３５∗∗∗ ０．０３２６
农业劳动力人数X６ ０．３２１５∗ ０．１９８５ －０．８８５２∗∗∗ ０．１５７０
农机价值lgX７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８７４

分化特征
经营类型X８ ０．６８９５ ０．２９８７ ０．４５２７∗∗ ０．１７２２
职业分化X９ －２．９１２４∗∗ ０．８６４７ ０．７３３３ ０．５１３０

社保特征

是否缴纳养老保险X１０ ０．５６６４ １．１５５９ －０．６０４５ ０．７８９３
养老保险缴纳金额lgX１１ ０．３２３６ ０．４１４１ ０．３３１２∗ ０．１７７１
是否缴纳医疗保险X１２ －０．４５４７ ０．５６１３ －０．０６４４ ０．４５８５
对医保依赖程度X１３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４５３

认知特征

三权分置政策认知X１４ ０．２６２５∗ ０．１６７６ ０．３６９５∗∗∗ ０．１２０３
土地产权认知X１５ ０．３６７８∗ ０．１７０３ －０．１２９３ ０．１２０３
土地价值认知X１６ －０．０５８２ ０．１２８８ －０．１５６９∗ ０．０８８５

区域特征
地形变量X１７ －０．８４７９∗ ０．３９８９ ０．０３４９ ０．２２０９
区域经济发展lgX１８ －３．４５１５∗∗∗ ２．２２９１ ３．０５０５ ４．５５９

统计值
constant ５．５８１９ １０．５２０５ －１８．２４０１ ５．９９１４
observations ４２５ ５４０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从表４可以看出:①作为家庭生产事务的决策者,户主的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决策有重要

的影响.户主年龄显著影响着农户转出决策行为,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其劳动能力不断减弱,家庭收

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外出务工,仅需经营少量农田给予基本生活保障,因此更倾向于转出农地;此外,
随着农业现代化耕种技术的提高,农业活动由密集型的体力劳动转向技术型的生产服务,这要求劳动

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决策能力.且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很多地区大力推进“村民返

乡、能人下乡、企业兴乡”的“三乡工程”,鼓励各类人才返乡创新创业,这些都对农地经营者的文化素

质和经营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农户适应科技化、信息化农业生产的能力更

强,转入农地的可能性也越大.②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土地转入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

影响,而对土地转出决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劳动力人数越多,当转入土地时,更
容易形成规模经营,降低平均成本并获得更高的收益.而转出土地时,则意味着放弃农业生产需要付

出高昂的沉淀成本.③农户的职业分化与农户转入行为显著负相关,经营类型与收入分化程度显著

正向影响农户转出行为,说明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越大、兼业化程度越高,越不倾向于从事农

业生产,而是转向非农就业.④购买养老保险的金额正向影响农地转出决策,说明社会养老保险能够

从一定程度上替代农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农地转出户不再依靠土地,而是转向社会保险来维持或改善

原有的生活福利水平.但目前村级实施的“大病统筹”新农合政策由于普惠性高、调研区域农户样本

健康状况普遍良好(户主健康状况X３均值为３．２９),对农户流转决策影响不大.⑤政策认知和产权认

知显著影响农户转入行为,说明“三权分置”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随着他们产

权意识的增强,转入土地的意愿也随之增强.此外,对土地价值认知越强,农户越倾向于租出土地来

实现土地资产收入的提高.⑥地形因素对农户转入行为有显著影响,地势平坦的地区,农户规模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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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种植的条件越好,更倾向于转入土地来实现规模经营;区域经济对农户的转入行为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地区二、三产业越发达,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农户选择扩大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小.

２．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选取农户经营性收入(Y１)、工资性收入(Y２)、转移性收入(Y３)和财产性收入(Y４)４个指标

反映农户家庭各种收入水平的变化,根据表４得到的结果,选取８个显著影响农户转入决策和７个显

著影响农户转出决策的因素,建立转入和转出的收入效应处理模型,利用Stata１４．０软件,通过近邻匹

配(K＝５)、卡尺匹配(R＝０．０２)、核匹配(带宽＝０．０６)、样条匹配４种方法分别估计转入和转出农地

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即本文的农地流转净收入效应.
(１)共同支撑域检验.为确保流转户和未流转户有足够多的样本能够匹配,需要对样本进行共同

支撑域检验.通过转入决策方程测算得到转入户的倾向得分区间为[０．０４３,０．９９９],未流转户的倾向

得分区间为[０．００２,０．９６８],共同支撑域为[０．０４３,０．９６８];转出户的倾向得分区间为[０．００５,０．９６９],未
流转户的倾向得分区间为[０．００４,０．９４８],共同支撑域为[０．００５,０．９４８].转入和转出方程的最大样本

损失值分别为２个和３个,与所使用样本的总量相比,样本损失量少,由此认为流转户和未流转户具

有较大的共同支撑域,通过共同支撑检验,见图４.

图４　流转户和未流转户匹配后倾向得分密度函数对比

　　(２)平衡性检验.在进行 ATT计算前需要对参与匹配的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

示,匹配后,两组样本之间协变量的偏差比匹配之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PsＧR２值和LR统计量显著下

降;P 值表明,解释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在匹配之前是统计显著的,而匹配之后是非显著的;标准

化偏差越小,匹配得到的效果越好,一般认为只要标准化偏差小于２０就不会引起匹配的失效[３２].由

此,就平衡处理组和匹配组样本之间的分布而言,本文所选取变量均通过检验.
表５　倾向得分匹配前后解释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转入决策

PsＧR２ LR统计量 P 值 标准化偏差

转出决策

PsＧR２ LR统计量 P 值 标准化偏差

匹配前 ０．４２０ ２１７．０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７ ０．２２２ １６１．４６ ０．０００ ２４．３

近邻匹配(K＝５) ０．１０３ ２９．６６ ０．１７６ １１．５ ０．０５５ ３４．６８ ０．１２２ １１．９

卡尺匹配(R＝０．０２) ０．０８７ ２２．１４ ０．３３３ １１．０ ０．０５０ ３１．３０ ０．０５１ １１．３

核匹配(带宽＝０．０６) ０．０７４ ２１．４０ ０．３７４ １１．３ ０．０３０ １８．７６ ０．５３７ ８．８

样条匹配 ０．１１３ ２８．６７ ０．１７１ １１．５ ０．０５５ ３４．５４ ０．１２１ １１．９

　　(３)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 ATT效应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本文选取的４种不同匹配方

法得出了不同的量化结果,但是结果相近、影响方向一致.农地流转对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都

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表６的收入效应验证结果证实了图３提出的收入效应预期作用方向,具体而言:①农地流转促进

了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的增加.PSM 测算出转入土地的增收效应为７７２１．４９元,相对未流转

户而言,增长幅度为１２．７４％,转出土地的增收效应为４５８５．４９元,增长幅度为７．５７％,小于表１给出

的统计性分析结果(转入户和转出户比未流转户的家庭年总收入分别高出９０９３．２７元与８８６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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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是因为PSM 剔除了与土地流转相关性不大的其他收入影响因素,考察的是土地流转对农户

收入影响的净效应.②农地流转提高了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但使得转出户的经营性收入降低.作

为转入户家庭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经营性收入净增长量为４５４０．４３元,占总增收效应的６２．８７％;
转出户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在农地流转后仅为３．９６亩,种植收入受到限制,导致经营性收入降低了

２０８８．８４元.③农地流转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工资性收入均有所增加.转入户的工资性收入提高了

１８９４．８８元,与表１的统计性结果相反.可能原因是PSM 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所得到的净收入效

应更加准确.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显著为４４６７．２０元,占总增收效应的８６．９９％.④农地流转分

别使转入户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增长了６５３．５２元和９９９．８０元,对转入户家庭总收入的贡献率

(９．０５％)小于转出户(２５．０９％).这与现行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有关,尽管农地流转增加了转入户的

经营面积,但是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仍发给原土地承包户,转入户得到的仅仅

是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１６,２８].而转出户从事稳定非农就业后,享受了更多来自土地之外的补

贴收入,如受聘单位发放的住房公积金和五险一金等.⑤农地流转增加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财产性

收入,但两者的增长幅度和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大.转入户财产性收入增加为１３２．８６元,
仅占总增收效应的１．８４％,说明农地流转提高了转入户农业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但是由于农地经营

面积的扩大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挤占了原有家庭财产性资产存量.转出户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为１
６０７．３３元,占总增收效应的４０．３３％,访谈中发现大部分来源于转出土地所得到的租金收入和将土地

作为资产入股到新型经营主体后获得的股份分红.
表６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PSM估计结果 元

收入指标 类型
近邻匹配
(K＝５)

卡尺匹配
(R＝０．０２)

核匹配
(带宽＝０．０６) 样条匹配 均值

收入效应

预期 验证
贡献率/％

经营性收入Y１
转入 ４４５８．３１∗∗ ４１３２．２８∗ ４８４５．６５ ４７２５．４８ ４５４０．４３ ↑ ↑ ６２．８７
转出 －２０５４．５４∗∗ －２１９５．６９ －２０９４．９８∗∗∗ －２０１０．１４ －２０８８．８４ － ↓ －５２．４１

工资性收入Y２
转入 ２１９１．４３∗∗ ５１３．４８ ２８６２．０５∗∗ ２０１２．５７∗ １８９４．８８ － ↑ ２６．２４
转出 ５５５１．７１∗ ４３５９．７８∗ ４６６２．６６∗∗ ３２９４．６４ ４４６７．２０ ↑ ↑ ８６．９９

转移性收入Y３
转入 ７４３．１２∗ ７３８．６１∗ ５３６．０２∗∗∗ ５９５．５１∗ ６５３．３２ ↑ ↑ ９．０５
转出 ９４９．９２∗∗ ９００．１０∗ １１２１．５０∗ １０２７．７０ ９９９．８０ ↑ ↑ ２５．０９

财产性收入Y４
转入 １１９．５７∗∗ １２７．８７ １４３．７５∗ １４０．２５ １３２．８６ － ↑ １．８４
转出 １５９２．１２∗∗ １６０６．７１∗ １６１５．７５∗ １６１４．７２ １６０７．３３ ↑ ↑ ４０．３３

总收入Y０
转入 ８５１２．４３ ５５１２．２４ ９３８７．４７ ７４７３．８１ ７７２１．４９ ↑ ↑
转出 ５５３９．２１ ４２７０．９ ５００４．９３ ３５２６．９２ ４５８５．４９ ↑ ↑

　注:①∗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②“－”“↑”“↓”分别表示收入的变化方向为“不确定”、“增加”和
“减少”.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湖北省东部９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在运用成本Ｇ收益模型和托达罗迁移模型分析农村

土地流转诱因的基础上,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识别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运用

PSM 模型估计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后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转入户土地流转决策及其收入效应的形成机理是“土地经营规模→土地抵押贷款→农业生

产投资→土地经营收益”,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该

作用链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转出户土地流转决策及其收入效应的形成机理可以表示为“土地承包权

稳定→土地财产性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农业人口转移”,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

是该作用链形成的主要诱因.第二,在控制其他非显著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出农地转入

和农地转出的净增收效应分别为１２．７４％和７．５７％,说明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转
入土地的增收效应更为显著.第三,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户的收入结构中存在着显著

差异,农户转入土地后各收入组成对家庭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经营性收入(６２．８７％)＞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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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２６．２４％)＞转移性收入(９．０５％)＞财产性收入(１．８４％),农户转出土地后各收入组成对家庭

总收入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工 资 性 收 入 (８６．９９％)＞ 财 产 性 收 入 (４０．３３％)＞ 转 移 性 收 入

(２５．０９％)＞经营性收入(－５２．４１％).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具有重要启

示.第一,政策认知对于农地转入户和转出户的流转决策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为继续提高产权制度

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激励效应,应通过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和信息网络畅通政策信息和法律知识的

流通渠道,让更多农户对“三权分置”的产权安排、政策内容和实现途径有充分认知.还应积极探索

“三权分置”的多种实现形式,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包括权益保护、效率提高、市场

主导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方案,以及消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等.第二,针对农地转

入户财产性收入增收困难,应该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引入社会外部资本,支持发展如土地入股分

红、经营权抵押融资等多形式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鼓励地方设立乡村就

业创业引导基金,加快解决用地、信贷等困难.第三,相对农地转出户来说,农地流转对于转入户具有

更大的增收效应.２０１９年１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５部

委制定了«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要求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引导产业集聚发

展,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乡村,让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因此,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乡村产业是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应积极培育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同时完善乡村创新创业支持服务体

系,鼓励各类人才返乡创新创业,实现“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第四,针对不同分化程度的农户提

供劳动力就业的扶持政策.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营主体,应优先满足其规模经营需求,通过信贷

优惠政策、农业生产销售技术培训等激发规模经营活力.同时,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乡村企业,增
加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岗位,实现“企业兴乡”.而对于非农收入占比高的农户,通过加强就业服务、职
业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等措施推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并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养老保险

常住人口全覆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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